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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蒂文森的伦理分歧理论

杨　松　徐梦秋

　　〔摘　要 〕斯蒂文森揭示了语言的两种用法:描述事实性的信念 、表达某种动态性的意义。伦理语言的典型

特征就在于其动态性的意义是对情感的表达和引导 ,所以伦理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情感态度的分歧。为了解决

伦理分歧 , 既要通过理性的方法来澄清信念 ,又要借助非理性的劝导法。后者尤为重要 ,它通过促成双方态度的

一致来达到伦理上的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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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斯蒂文森是西方情感主义元伦理学的集大成

者 ,其理论是情感主义者中最完善 、最系统的 ,体现

了情感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 ,但国内学界对其

研究比较薄弱 。斯蒂文森从对伦理分歧的研究开

始 ,在探索伦理分歧的类型和解决方案中 ,逐步展

开了其情感主义理论。

　　一 、语言的两种意义

在斯蒂文森之前 ,西方元伦理学中存在三种不

同的观点:自然主义 、非自然主义和早期的情感主

义 。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都认为 ,以 “善 ”为代

表的伦理语言描述了某种性质 ,关于某个事物的伦

理判断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该事物具有该伦理语

言所描述的那种性质。但是自然主义认为 ,伦理语

言所描述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性质 ,因此伦

理语言和自然语言没有区别;非自然主义者则认

为 ,伦理语言 “善”或是 “应该 ”描述了一种非自然

的性质 ,这种性质只能通过直觉把握 ,因此伦理语

言和自然语言完全不同。和自然主义以及非自然

主义不同 ,早期的情感主义认为 ,伦理语言并没有

描述什么性质 ,而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,因此伦

理语言没有意义 。作为后期的情感主义者 ,斯蒂文

森吸收和接纳了各方观点中合理的部分 ,提出了自

己的看法 。笔者将其观点总结如下:第一 ,伦理语

言描述了一些自然性质或者自然事实 ,人们关于事

物的伦理判断具有认知意义;第二 ,伦理语言也是

人们情感的表达 ,具有非认知的一面;第三 ,伦理语

言和自然语言有本质区别 ,不能等同 。

那么 ,斯蒂文森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?

斯蒂文森认为 ,人们使用语言一般都有两种目

的:“一方面 ,我们使用语词(如在科学中)来记录 、

阐明和交流信念 。另一方面 ,我们使用语词来吐露

情感(感叹词)、创造情绪(诗歌)或者激发人们的

行动或态度(演说)。”〔1〕他把语言的第一种用法

称为 “描述的 ”,把第二种用法称为 “动态的 ”。由

于斯蒂文森认为应该在语言的用法中寻求语言的

意义 , 因此和两种用法相应 , 语言就有两种意

义 ———描述意义和动态意义。斯蒂文森认为 ,通常

一个句子并不是只有这两种意义中的一种 。例如

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说 “我们都喜欢整洁 ”的时

候 ,不仅是在描述对 “整洁”的喜好 ,而且具有告诫

自己的孩子必须保持整洁的动态意义 。特别是在

母亲面对被孩子们搞得一团糟的房间 、将这样的句

子运用于批评孩子的时候 ,该句动态性的意义就被

极大地凸现出来 。

在语言的动态性意义中 ,有一种动态性的意义

是情感的表达 ,而且 ,斯蒂文森进一步认为 ,语词的
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可能有三种关系:(1)情感意

义独立于描述意义:“情感意义无论在何种程度上

都不是描述意义的功能 ,而且二者中每一方都可以

离开对方继续存在 ,或不受对方变化的影响 。”〔2〕

(2)情感意义依赖于描述意义:“情感意义无论在

何种程度上都是描述意义的一种功能 ,在后者变化
后的一个短暂时间中 ,前者也将发生相应的变

化 。”〔3〕(3)情感意义准依赖于描述意义 。 “用来

指称那些其存在以符号的认知性暗示为条件 ,即以

描述倾向为条件的意义 ,这种倾向尽管很少受所谓

描̀述意义 '的语言规则修饰 ,但它对于情感倾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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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不过斯蒂文森认为 ,如果一个语词能够表达褒贬情感并且力图引导他人形成同样的情感 ,那么该语词就属于伦理语言的范围。因

此 ,从这个意义上说 ,假若 “聪明 ”、“哼 ”等语词在某些环境下 ,确实能够表达褒贬情感以及影响他人情感 ,那么它们也可以位于伦理语言之

列。

通常实现的方式仍然可以造成极大的影响。”〔4〕但

是 ,斯蒂文森特别强调:“任何种类的依赖性情感

意义都不等于它所依赖的那种意义 ,因为二者在上

述反应性质上不同 ,虽然两种反应常常同时出现 ,

但强调这种区别是重要的。”〔5〕

关于伦理语言 ,斯蒂文森认为 ,像 “X是善的”

这样的伦理语言本身也包含两个含义:一个是表达

某种描述意义 ,另一个是表达一种动态性的意义 ,

而这种动态意义就是情感意义。我们前面已经提

到 ,即使一般的非伦理语言也会具有情感意义 ,但

是和一般有情感意义的语词不同 ,斯蒂文森认为 ,

伦理语言主要就是为了表达说话者褒贬的情感并

且还要引起他人同样的情感 ,从这个意义而言 ,伦

理语言和自然语言具有本质区别 。当我们说 “X是

善的”时 ,主要表达的是对 X的一种赞赏的情感 ,

并希望他人也赞赏之;当我们说 “X是错误的 ”时 ,

主要表达的是对 X贬抑的情感 ,并希望他人也贬

抑之。一个命令句或者陈述句也会具有动态性的

意义 ,但是它们的动态性意义通常表达一种祈使性

含义 ,要求听者做出某种行为或者反应 ,但是伦理

语言的动态效果在于褒或贬的情感的表达以及对

他人情感的影响 。而对于一般有情感意义的语词

而言 ,例如 “聪明 ”,有时候人们一般只是表达了赞

赏的态度 ,而未必要引导别人形成和自己一样的态

度 。至于 “哼 ”、“哎呦”这些感叹词 ,要么不是对褒

贬情感的表达 ,要么不是为了引导别人和自己一样

来表达褒贬的情感。①

根据斯蒂文森的分析 ,我们可以看见 ,过去的

自然主义没有认识到伦理语言的情感意义 ,因此即

使把 “善 ”定义为 “满足最大功利的 ”,人们总是觉

得 “X是满足最大功利的 ,但是 X是善的吗 ”不等

于在问 “X是满足最大功利的 ,但是 X是满足最大

功利的吗”,其原因就在于自然主义的定义没有将

“善 ”的褒扬的情感意义囊括在内 , “善 ”之不可定

义就在于人的情感表达不能定义 。而以摩尔为代

表的非自然主义尽管认识到伦理语言和自然语言

根本不同 ,但是没有认识到伦理语言特殊的情感意

义 ,将目光仅仅局限于 “善 ”这个语言符号所对应

的认知性的描述性质 ,后来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描述

性的语言可以定义 “善 ”,所以 “善”的性质就成了

未解之谜。而早期极端的情感主义者尽管正确地

看到了伦理语言和描述性的自然语言完全不同 ,但

是他们一方面没有发现伦理语言也有描述意义 ,另

一方面执着于意义的 “可证实原则 ”,没有从语言

的用法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意义 ,因此认为伦理语

言没有意义 ,也是错误的。

　　二 、对伦理分歧的分析

在指出伦理语言的两种意义之后 ,斯蒂文森构

建了伦理语言的两种工作模型 ,分别具体地考察了

两种不同模型下的伦理分歧。

在第一个模型中 , “例如 善̀ ' ,有一个关于说

话者态度的描述意义和一个赞赏性的情感意

义 ”〔6〕。假设 A说 “X是善的 ”,那么这就等于在

说 “我赞成 X,你也赞成吧”。在这个模型中 ,伦理

语言被分解为两个部分 ,一个是关于说话者态度的

描述 “我赞成 X” ,一个是力图影响他人态度的祈

使性陈述 “你也赞成吧 ”。笔者认为 ,这个模型至

少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。

第一 ,工作模型的后一部分是一个祈使性的陈

述 ,也就是说 ,伦理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和祈使句是

类似的 ,它也要求他人形成和我们同样的态度 ,而

对这个要求的遵从和反对推动了伦理的一致或者

分歧的展开。例如 A说:“X是好的 。”B说:“不

对 , X不是好的。”转换成当前的工作模型是:“A:

我赞成 X,你也赞成吧! B:不 ,我不赞成 X,你最好

也不要赞成 !”在句子的前半部分 , A所说的 “我赞

成 X”和 B所说的 “我不赞成 X”是对 A和 B具有

的情感的描述 ,这两个句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 。

只是因为 A和 B都企图在关于 X的态度上对对方

施加影响 ,所以导致双方产生争论。因此 ,这个工

作模型告诉我们 ,伦理分歧本质上是情感态度上的

对立 ,因为双方都试图影响对方的态度而激化 。

第二 ,由于情感的 “表达 ”常常是非描述的 ,因

此对情感意义的语言表达是含糊 、不精确的。例

如 ,当 X被刀割破手指叫了一声 “哎呦 ”的时候 ,是

用 “哎呦”表达了一种痛苦的感情 ,但是这种感情

的表达是人们无法通过 “X觉得好疼 ”这种纯描述

性的句子体现出来的 ,因此当人们通过 “X觉得好

疼 ”来代替 “哎呦 ”的时候 ,必须时刻提醒自己 , “X

觉得好疼”不仅仅是在描述 “X有疼痛的感觉 ”,而

且也应该有对疼痛这种感觉进行表达的情感意义 。

这就告诉我们 ,当看到一个关于说话者情感的描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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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句子时 ,也应该考虑这里是否包含了对说话者情

感进行表达的情感意义 。因此 ,关于 “善 ”的第一

工作模型分解出来的前一部分 ———“我赞成 X”,

虽然斯蒂文森说是对说话者态度的描述 ,但是笔者

认为其还包括对说话者态度进行表达的情感意义 ,

即对 X的赞赏之情的表达。因为斯蒂文森已经指

出 ,伦理语言最大的特征在于不仅有描述意义 ,而

且还有表达褒贬情感的意义 ,以及对他人情感的影

响 。在这个模型中 ,后一部分 “你也赞成吧 ”已经

表达了对他人态度的影响 ,但是说话者 A自己的

情感表达还没有体现出来 。因此 , “我赞成 X”就

应该不仅是对 A具有的态度的描述 ,也应该有 A

自己情感的表达。而且 ,如果忽视了这一点 ,认为

第一部分仅仅是在描述 A关于 X的赞赏的态度 ,

那么就会遭致一些反驳 。

美国学者哈尔(EverettW.Hall)认为 ,在第一

模型中 ,并不存在严格的分歧。我们还是拿 A与 B

的争论来举例。 A:“X是好的。”B:“X是坏的 。”按

照第一模型 ,我们改写为:“A:我赞成 X,你(B)也

赞成吧 ! B:我不赞成 X,你(A)也不要赞成!”根据

上面的分析 ,我们可以知道 , A赞成 X,同时要求 B

也赞成 X;而 B反对 X,同时要求 A也反对 X。但

是在这里面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分歧。就 “分

歧 ”而言 ,应该是针对同一个对象产生不同的要

求 ,但是 ,根据斯蒂文森的工作模型 ,显然这里不存

在这个意义上的 “分歧 ”。首先 ,就双方情感的描

述方面而言 , A描述了自己有对 X的赞赏之情和 B

描述了自己有对 X的反对之情 ,两者之间并不存

在矛盾 。其次 ,就祈使性部分而言 , A要求的对象

是 “B赞成 X”,而 B要求的对象是 “A不赞成 X”,

很明显 ,两者没有针对同一个对象对对方提出要

求 ,在这种情况下 ,双方是否会就此产生争论 ,是很

可疑的 。例如 , A要求 B爱 B自己的妻子 , B要求

A不得爱 B的妻子 ,在这种情况下 , A和 B两个人

发出的祈使性的命令之间完全没有分歧 。只有假

设还有一个人 C存在 , A要求 B爱 B的妻子 ,而 C

要求 B不得爱 B的妻子的时候 ,那么很明显 , A和

C之间在关于 B对妻子的态度的命令上才产生了

分歧。回到上面的话题来看 ,当然 ,有人可能会争

辩说 , A对 B的命令 “B赞成 X”和 “B不赞成 X”这

种态度描述的句子产生了分歧。但这是两类不同

的句子 。一个是对说话者情感的描述性语句 ,一个

是祈使性的命令 ,不同类型的句子之间不可能存在

矛盾(这正如陈述句 “天在下雨”和祈使句 “打开窗

户 !”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一样)。因此 ,按照上面的

工作模型来看 , A和 B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歧 。可

是 ,在日常生活中 ,我们谁也不会认为 A和 B之间

没有产生分歧。

因此 ,如果真的按照斯蒂文森的看法 , “我赞

成 X”没有包含说话者态度的表达这种情感意义 ,

而纯粹仅仅是对说话者态度的描述 ,就会产生上面

的问题 。笔者认为 ,实际上斯蒂文森一开始就提

出 ,人们应该在语言的实际用法中研究语言 ,因此

语言不仅会做出描述 ,而且具有动态性效果。诚

然 , “天在下雨 ”和 “打开窗户 ”并不存在语义学上

的分歧和矛盾 ,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实际生活中的用

法 。当我们说 “天在下雨 ”的时候 , S回应了 “我知

道 ,天在下雨 ”之后把窗户打开 ,显然我们并不认

为他明白了我们的意思 ,我们可能接着说:“你没

明白吗 ?天在下雨!”其实当我们说出关于天气陈

述的时候 ,我们不仅在描述一个状况 ,而且具有相

应的动态性意义 ,这也是前面斯蒂文森一直在强调

的 ,如果我们说了 “天在下雨 ”,其动态性意义就是

“不要开窗户”,而 S依然坚持要打开窗户 ,我们和

S在实际生活中确实产生了矛盾 。类似地 ,如果我

们承认第一模型的前一部分 “我赞成 X”不仅是对

说话者情感的描述 ,而且还是说话者情感的表达 ,

那么 , A的 “B也赞成 X”的命令和 B的 “我(B)不

赞成 X”的情感表达之间就会产生真正的分歧。因

为在日常生活中 ,当 B表达对 X不赞成的态度的

时候 , B不仅是在做出一个情感的宣告 ,而且也具

有反对 A关于 B赞成 X的命令的动态意义 ,即做

出一个 “B不得赞成 X”的自我要求 ,而这个自我要

求与 A的要求———“B也赞成 X吧 ”———显然是矛

盾的。因而 , A对 B的命令 “B赞成 X”和 B本身

对 X不赞成的态度表达 “我(B)不赞成 X”———确

实产生了分歧。

不过斯蒂文森对第一工作模型是不满意的 ,因

为它过分强调了伦理语言的态度成分 ,却忽视了其

可能具有的描述成分。他说:“如果说传统理论经

常只见信念不见态度 ,那么我们一定不能犯相反的

错误 ,只注意态度而看不见信念 。”〔7〕因此 ,斯蒂文

森提出了伦理语言的第二个工作模型 。在第二个

工作模型中 , “S是善的 ”不仅表达一种赞赏的情

感 ,而且还表明 S具有 X、Y、Z等可描述的性质或

者关系 。这个模型一方面保留了伦理语言的情感

意义 ,另一方面也指出伦理语言本身具有的描述性

的含义 。在第二个模型中 , “善 ”提供了情感意义 ,

表达了一种赞赏的情感 ,而 X、Y、Z等性质表述了

“善”的描述意义。在不同语境中 ,变量 X、Y、Z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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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赋予不同的具体的描述语 ,而 “善 ”的情感意义

被附加到这些描述语上 。在这个模型下 ,有时候产

生的伦理分歧常常根植于描述语的分歧 ,即因为对

事物是否具有某种描述性特征的判断不同 ,导致双

方关于某一个对象有不同的态度 ,因此产生伦理分

歧 。我们暂且将这种类型的分歧称为分歧 Ⅰ 。抑

或双方可能就同一描述性特征能否使用某一情感

意义这一问题产生分歧 ,因而关于具有该特征的事

物的态度有分歧 。这种分歧我们暂且称为分歧 Ⅱ。

在讨论完两种工作模型中的伦理分歧之后 ,下

面的任务就是探索解决伦理分歧的方法。

　　三 、伦理分歧的解决

前面我们已经指出 ,伦理语言的本质特征在于

其具有褒贬的情感意义 ,因此伦理分歧的本质在于

态度分歧 ,只有双方在态度层面达到一致了 ,才可

能产生一致的伦理判断。描述性的语言并非在解

决态度分歧的过程中没有作用 ,它常常为态度分歧

的解决提供各种辩论的理由 ,但是只是 “理由 ”而

已 。它可能在人们做出伦理判断的时候提供某种

影响 ,但不是对伦理判断的证明 。如果通过使用描

述语言进行事实层面的澄清确实解决了伦理分歧 ,

也仅仅是因为通过澄清事实 ,使得对立双方中的某

一方改变了态度 ,最终在态度上达成了一致的结

果 。我们下面将根据两个不同的工作模型分别探

索解决伦理分歧的方法 。

在第一个工作模型中 ,双方针对同一个事物形

成不同的伦理判断 ,进而可以被分析为双方产生了

不同的态度 ,并且要求他人形成和自己一样的态

度 。因此 ,要解决这类伦理分歧 ,就是要使一方按

照对方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态度 ,促使双方通过达成

态度的一致实现伦理一致。但是这个目的怎么才

能达到呢?

首先 ,斯蒂文森认为 ,如果态度分歧根植于信

念(即事实层面)分歧的话 ,那么通过对信念表述

内容的考察 ,可以部分地达到态度一致的结果 。例

如 A认为 “酗酒是好的” ,而 B认为 “酗酒不好 ”,

双方在关于 “酗酒 ”这件事情上产生了伦理分歧。

根据前面的分析 ,我们知道分歧的实质在于对 “酗

酒 ”态度的分歧。然后双方分别提出描述性的语

句来为自己的态度提供理由。首先 B说:“酗酒会

导致身体器官(例如肝脏)负担过重 ,最终不利于

健康。”接着 A提出:“张三也喜欢酗酒 ,但是没看

见他有什么问题 。”B进一步说:“我刚在医院看见

张三的体检报告 ,他现在有严重的脂肪肝 。”在这

个例子中 , B提出酗酒引起的不良后果 ,所以反对

酗酒;而 A则提出反对 ,说像张三这样酗酒的人也

没有什么健康问题 ,因而赞成酗酒 。这里 A和 B

态度的分歧实质上根植于信念的分歧 。最后 B进

一步提出关于张三的描述性语言 ,来解决双方的信

念分歧 ,这样 A就有可能同意 B的观点 ,改变自己

关于酗酒的态度 。这个例子表明 ,科学的经验证实

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根植于信念分歧的态度分歧 ,

不过这种有效性只有通过影响态度而体现出来 。

伦理分歧解决的标志不是信念上的一致 ,而是态度

上的一致。因为可能存在 A即使认同了 B提供的

事实 ,但是仍然坚持认为 “酗酒是好的 ”的情况 ,这

时 A和 B仍然有关于 “酗酒 ”的对立态度 ,形成伦

理分歧 。其次 ,伦理分歧既然从根本上说是态度分

歧 ,因此解决伦理分歧的根本方法就是促使一方在

态度上做出改变。如果双方伦理分歧的根源不在

信念(事实)层面 ,这时候就需要直接影响一方的

心理以直接促使其做出态度改变的非理性方法 ,这

一方法称为 “劝导”。 “劝导法依赖于情感的意义 ,

修辞的语调 ,恰当的隐喻 ,洪亮的声音 ,刺激的作

用 ,或者恳求的声调 ,戏剧性的姿式 ,小心谨慎地与

听众或观众建立和谐关系等等 。”〔8〕有时候一句很

简洁的劝导话语甚至比很多关于信念的描述性语

言更强而有力 ,而这种劝导通常见于地位不平等的

双方之间。例如 A是 B的儿子 , A没有完成作业

却想出去玩 ,于是 A说:“我现在应该出去玩一

会 。”B用很严厉而大声的语调说:“不许去 !”父亲

的话很简单 ,也没有说出描述性的语言来证实一些

事实性的东西 ,但是语言上充满了严厉的斥责和命

令 ,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直接的威慑 ,促使他改变

对于 “没有完成作业就出去玩 ”的态度。通常这种

直接的心理劝导来源于权威 ,他们的地位 、气势很

容易让对方放弃自己的态度而接受另一种态度 。

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,非理性的心理劝导需要和理性

的事实描述结合起来运用。例如 , A:“不与我们协

商 ,他就无权行动 。”B:“然而 ,他毕竟是主席啊!”

A:“他是主席 ,但不是独裁者。他违反了民主的程

序 。”〔9〕在这场争论中 , B使用了 “毕竟 ”这个程度

副词 、“啊”这一感叹词及感叹号来加强语气 ,希望

通过这种情感劝导的方式促使 A发生心理变化 ,

改变态度 ,但是 A一方面说出关于这个人的事实

性的话语(如 “他是主席 ”、“他不是独裁者 ” 、“他

违反民主程序”),另一方面 , “独裁者 ”、“民主 ”显

然包含了强烈的情感色彩 ,使用这些带有情感色彩

的语词 ,再加上 A义愤填膺的语气 ,这些都很容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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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起对方心理上的变化 。因此在这个争论中 ,我们

关于伦理分歧的解决既不是纯粹通过理性叙述事

实的方式 ,也不是纯粹通过非理性的情感劝导的方

式 ,而是两种方法综合使用 ,以实现改变他人的态

度 。

在第二个工作模型中 ,对于分歧 Ⅰ而言 ,其实

和上面说的根植于信念的伦理分歧是一样的 ,通过

澄清事实的方式已经可以解决 ,我们在此不再赘

述 。对于分歧Ⅱ ,常见的解决分歧的方法是 “劝导

性定义 ”。我们已经知道 ,第二个工作模型的显著

特点是 ,在肯定了伦理语言的情感意义的同时 ,还

指出伦理语言具有的丰富的描述意义 ,而很多伦理

分歧的产生 ,也恰恰源于我们应该把某种情感意义

运用于何种描述意义上的争论。因此 ,解决伦理分

歧的 “劝导性定义 ”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运用

的 。所谓的 “劝导性定义 ”是指 “在不改变一个熟

悉的语词的情感意义的情况下 ,给予其崭新的描述

意义 ,通过这种方法 ,以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改

变人们的态度 ”〔10〕。斯蒂文森认为 ,我们有时候

使用一个语词 ,其描述意义是很含糊的 ,而语言描

述意义的含糊性以及隐喻性用法 ,为我们在不改变

情感意义的前提下改变描述意义提供了可能。这

样 ,有时候可以劝导人们说:“其实只有具有敏锐

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称为有文化的。”这里 ,我

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关于 “有文化 ”的劝导性定义。

一方面我们在没有改变这个词的情感意义的情况

下 ,对这个词的描述意义做出改变 ,因此采取了重

新定义描述意义的方法 ,实际上就等于给 “有文

化 ”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;另一方面 ,说这种新的

定义方式是 “劝导性”的 ,是因为要促使对方接受

这个新的定义 ,就必须要让对方接受把 “有文化 ”

具有的情感意义用到新的描述意义上 ,这就需要在

新的定义中有一些具有劝导力量的语词 ,通过这些

语词的 “劝导性”力量以及说话者提供定义时的语

气 、气势等 ,来促使对方形成这种接受的态度。我

们知道 ,在第二模型中 ,伦理分歧主要是关于某一

个伦理语词的描述意义的分歧 。例如 A说 “X是

有文化的”, B则认为 “X没有文化 ”, A提出 “有文

化 ”的描述性意义 “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能记忆大

量的知识”作为自己对 X赞赏性态度的依据 ,而 B

则可以通过提供 “有文化”的新的 、有劝导力量的

描述意义和自己说话的语气 、气势等来告诉 A, X

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,从而促使 A接受这个新的

劝导性定义 ,改变对 X的赞赏态度 ,实现双方的伦

理一致 。在这一争论中 , “有文化 ”的情感意义始

终没有改变 ,变化的只是它的描述意义 ,而这正是

通过提供新的劝导性的描述性意义的方法来改变

说话者的态度 ,从而解决伦理分歧。我们需要注意

一点 ,在第一模型和第二模型中 ,伦理分歧的解决

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, “劝导 ”始终是最为重要的

方法。只是在第二模型中 ,我们通过改变一个语词

的描述性意义重新定义一个语词 ,从而称为 “劝导

性定义 ”,这里的 “劝导性 ”体现在新的定义中必须

有劝导性以及要劝导对方接受我们提供的新的描

述意义 ,而这个 “劝导 ”和第一模型相比 ,并没有本

质上的区别 。

最后 ,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是 ,一方面 ,理性地

陈述事实的方法在解决伦理分歧中是有作用的 ,但

是任何理性的方法澄清事实 ,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在

态度上的一致 ,从而促使伦理分歧得到解决。而以

“劝导 ”为代表的非理性方法对争论双方的影响是

心理的 ,目的是促使双方在态度上形成一致。如果

说理性方法的目的是 “以理服人 ”的话 ,那么 “劝

导 ”的目的则是 “以情感人 ”。一旦这个 “感人 ”的

目的没有达到 ,那么即使双方在所有关于描述性的

信念层面上达到一致了 ,也依然会因为态度的分歧

而存在伦理分歧。正是因为斯蒂文森特别强调在

伦理判断形成过程中 ,人的主观情感以及非理性 、

非逻辑的劝导法的作用 ,难免因为有主观主义之嫌

而遭人诟病 ,所以这也为后来以黑尔为代表的逻辑

分析学派克服伦理判断的主观性 、探索伦理语言的

客观逻辑规则留下了空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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